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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张信传学长（1951 电机）逝世

10 周年。2007 年的 1 月份，我在贵州出差

期间，同家里通电话时，我夫人告诉我，

刘景白（也是清华学长，与张信传同班，

原冶金部机动司副司长，后任中国有色金

属总公司设备部部长）来过电话，说是信

传在郊区参加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

现在医院治疗。我急忙给信传夫人刘紫兰

通了话，了解病情，告诉她我现在外地，

回来后再去探望。她说，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我以为休养一段时间，能有好转。1 月 13

日，我出差回来的第二天，那天是星期六，

我就去安贞医院探视，没想到护士刚听我

说出名字，就说今天凌晨已经走了。我还

以为病愈出院了呢。于是又问了一句：是

出院了？她这才明确地说，已经去世了。

他女儿来办的手续。我一下子有点反应不

过来。尽管我已听说，他已经不能用语言

来表达，但见了熟人还是有反应的。怎么

这样快就遽尔西归了呢！我赶紧打电话通

知景白等老同学，报告了这一噩耗。

回家后，独自静坐斗室，过去都已淡

忘了的往事一幕幕重新跳入了自己的脑海。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往事非但没有

淡薄，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淀下来，

我重新打开电脑，敲打着键盘，似乎又在

同信传促膝交谈。

我同信传相识近 60 载。1948 年，我

考取清华电机系，信传比我高一班，当时

接触并不多，但相互也还认识。由于信传

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学运工作，有意少选一

些学分，因此虽然比我高一班，高年级的

一些课程还是在一起上的，因此在校后期，

就稍微熟悉了些。但是，真正从相识到相

知，还是在毕业后。我们都先后分配在同

一单位，开始是东北工业部，以后大区撤

销，东北工业部成建制并入中央重工业部，

1956 年，重工业部一分为三，我们又都留

在冶金工业部。尽管后来冶金工业部改为

国家冶金局，国家冶金局撤销后，又成立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但我们还是一直在这

一系统里的，因此从 1952 年到 2007 年，

我 俩 共 事 了 55 年。 特 别 是 从 1953 年 到

信传  我的良师益友

○董贻正（1952 电机）

1980 年中国冶金经济考察团考察美国和奥
地利钢铁业时的合影。左 1 董贻正，左 2 张信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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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我们都还是单身，住在安定门冶

金部的宿舍大院。我住在单身宿舍楼，他

同刘景白、凌华偆住在家属楼 4 栋的一个

套间。景白也是比我高一班的电机系学长，

因此我们走动得比较勤。在周末，我常去

4 栋聊天，或者相约外出游览。甚至各人

谈恋爱时，也相互参谋。这也是为什么我

们这几家都很熟悉的原因。以后虽然各自

成家，8 小时外的时间接触少了些，但工

作上的联系还是不少的，特别是粉碎“四

人帮”后，我调入政策研究室，接触更多。

对我来说，信传既是同窗学长，更是良师

益友。虽然我不懂平仄，但是，我还是写

下了自己有生以来撰写的第一幅挽联：

勤奋终生 诗文数百万字 立言立功还立德

同窗三载 共事五十五年 知人知面更知心

才思敏锐  才华出众

我第一次领会到信传那种充满激情的

才华，是在清华园内我们刚毕业时。信传

比我毕业早半年，他是 1952 年初的寒假，

修足学分后毕业的，分配到东北工业部。

我们毕业时，信传从沈阳回到清华。我不

知道是当时组织上有意请他回来对我们介

绍东北情况的，还是他有事来北京的。但

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学聚会时，讲到东

北大规模建设那种热火朝天的情景，那种

意气风发、满怀激情的神情，也深深感染

了我们。他当时还热情洋溢地表示，自己

这几年要很好地结合工作，体验生活，争

取在若干年后，也要写出像当时在青年学

子中有很大影响的、描写苏联建设输油管

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样的

作品。虽然以后他主要精力放在对冶金工

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上，没

有圆他文学创作的梦，但不时看到他出差

期间写的一些充满激情的诗词，也可以感

到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在这些诗

词中，热情中不乏冷静。记得在“大跃进”

时期，他曾跟随部领导到广西。当时各地

都在放“钢铁卫星”，广西的鹿寨也是其

中之一。回来后他曾在宿舍谈起鹿寨群众

大炼钢铁的热情，现在我记得的只有当时

他写的诗中一句：“鹿寨人人爱唱歌”，

这也体现了他对人民群众乐观主义的赞颂。

同时他又讲了小平同志视察广西时的一段

话：你们炼铁很好。但这个铁是要送到上

海去的，上海的炼钢炉是要吃好铁的，你

们得想办法提高质量啊（大意）。这既保

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引导群众走向更高的目标。信传向我们转

述的这番话，其实也是含蓄地表达了他自

己对大炼钢铁的看法。

在冶金部，信传是著名的“大秀才”“大

笔杆”。当时冶金部很多重要文章以及冶

金报的社论都是他执笔的。但是，使我对

他的才情有进一步认识的，还是在 1980 年

初的美、奥之行。应美钢联和奥钢联的邀请，

冶金部派出由计划司副司长陈雷带队的考

察组，先后考察美国及奥地利的钢铁工业，

我同信传都参加了，历时一个半月。回来

后由信传执笔写成的《赴美、奥考察冶金

经济的报告》，受到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其第一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情况和经济

研究”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经济问题

研究资料》上刊登，并加了编者按，评价

颇高；第二部分“美、奥改造老厂的情况”，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

恩作了批示：请宝华、马仪同志阅，并与

冶金部认真搞老厂挖、革、改方案；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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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今后 20 年中国钢铁工业需要考虑的

几个战略问题”，全文刊登在中国社科院

主办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一份业

务部门组织的考察报告，受到这样的重视，

也是不多见的。这也充分说明了信传观察

问题的深度和视野的开阔。这份报告，对

全程参加活动的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极

好的教材。

信传既有学者的严谨作风，很强的逻

辑思维能力，对事物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作出高度概括。记得在大跃进时，他曾说起，

在基层调查时，对当时大炼钢铁的现状，

他用“小、土、群”作了概括，以后在全

国流传很广。同时，他又有诗人的浪漫气质，

这在美、奥期间，也感受很深。在那一个

多月中，几乎是每到一地，他都会即兴赋

诗，潇洒挥毫，不仅受到华裔友人的欢迎，

即使外国朋友，也为信传的龙飞凤舞的字

迹而赞赏。近几年，他把自己的一生经历

都用旧体诗的形式记录下来。我真诚地希

望能将他的这些诗作整理出版，这不仅是

对信传最好的纪念，也是我国冶金工业发

展史的一份宝贵资料。

执着追求  为软科学研究殚精竭虑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到政策研

究室；不久，部党组决定成立冶金经济研

究所。当时，研究室就是我一个副主任；

信传则是研究所负责实际工作的副所长（所

长由陈雷同志兼任）。一天，唐克部长把

我们两人找到一起，谈到今后这两个单位

的职责任务，并说：“董贻正你该是遵命

文学，张信传可以是自由论坛。”话说得

很明确、很形象。政策研究室是直接为部

党组服务的，要听命于部党组，不能自行

其是；而所谓“自由论坛”也不是随心所

欲，而是要围绕冶金工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组织有关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

真知灼见。信传确实是不负众望，上述美、

奥考察报告，只是他在经济研究方面的初

露锋芒。此后，他接连主持了一批冶金经

济的研究课题，在冶金界、甚至经济界都

颇有影响。以后更是发展到与国家综合部

门、有关高校、研究部门和企业共同承担

国家级的大型研究课题，诸如“我国工业

生产率诸因素研究”“钢铁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新时期大型工程管理理论和实践”

等，其中有的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课题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在离休后的十几年中完成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唐部

长对我们的“分工”而各干各的，相反，

倒常是相互配合，相互切磋的。尤其是在

1987 年起，我连续 6 年先后两届被聘为国

家软科学评审委员会成员，与此同时，信

传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的

评审组成员，因此，在软科学领域同信传

接触就更多了一些。有时在评审冶金方面

的软科学项目时，也会邀请行业里的专家

共同参与，信传是冶金行业的首选人士。

他发言时所体现的在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底，

以及对事物的透彻理解，常常使我自愧不

如。在此期间，信传对冶金战线上推广软

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

也因此深深体会到信传对软科学研究的执

着追求，他不仅大力倡导、组织软科学研究，

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由于他是工科出身，

对经济理论没有系统的钻研，这一时期，

他结合课题实际，恶补理论，还复习高等

数学，再加上他长期深入实际，对行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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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都有较透彻的了解，因此他当之无

愧地成为冶金战线软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之

一。

1998 年，我应冶金出版社领导多次约

请，选编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部分文章，

包括对基层的调查报告、出国考察报告、

专题论文以及一些评论性文章等结集出版，

书名《管理——工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分上下册，共约 70 万字。我特地请信传为

该书写序言，因为他不仅是我的老学长、

我的良师益友，而且还是我这些年来工作

上的见证人，由他来作序是最合适不过的

了。在序言中，他表示感谢我“以知己相

许的盛情”，洋洋洒洒地写了近五千字，

结合他平时对我的了解，从为学、为文、

为政与为人的关系谈起，涉及调查与研究、

实践与认识、情况与政策、材料与观点的

方法论问题，以及改革、发展与管理的宏

观和微观结合的问题，不仅对本书的主题

作出了很好的概括，还对本书作出了恰当

的评价，也使我受到很好的教益。对我既

是鼓励，更是鞭策，使我深感：知我者信

传也！

惜才爱才  助人育人

信传同志自己是位“大秀才”，但他

绝无“文人相轻”的恶习，相反，却是惜

才、爱才、唯才是举。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一天，他找到我，谈起清华校友薛传钊的

情况。她是清华经济系的高才生，但在“文

革”中被下放到安定门宿舍的家属五七工

厂，至今仍然没有落实政策。陈岱孙老师

听说后，很有意见。信传希望将她调到经

济研究所，发挥她的长处。他让我向上反

映一下这个情况。后来，我向唐克部长谈了，

唐部长也很生气，要求该单位迅速落实政

策。但是那个单位的领导却顶着不办，还

强词夺理地说：现在薛传钊是厂里的骨干，

已经落实了政策。信传和人事部门的有关

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去交涉、说服，希望该

厂领导能够放人，但是毫无结果。最后还

是拿了 7 个大学生的指标，并且要求传钊

同志在一年内写出一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以证明她的才能（这就是《冶金工业管理

体制改革》一文的由来），才把传钊同志

给换了出来。以后，传钊作为信传的得力

助手，一起为冶金经济研究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上面提到的一些重大课题她几乎是

全部参与了的，还曾独立完成了一些专题

研究，其中有几项还获得了冶金部的一等奖。

还有一位清华的学长，曾被错误地打

成“右派”，虽然早已“平反”，但党籍

却没有恢复。当时这位校友是一家企业的

生产调度，由于他的这种身份，开展工作

有很大难度，因此想调出来专门搞些情报

资料以及书面翻译这类工作，可以减少人

事关系的摩擦。信传同我谈后，我就找了

部里有关司局和政治部主管人事的领导，

结果却是碰壁而回。尽管这事没有办成，

但信传这种热心助人的行动却深深打动了

我。至于那位学长，亏得当时没有办成，

后来为一位“伯乐”所荐举，最后挑起了

国家领导的重任。

1998 年，我的一个在基层工作、已经

退休的亲戚针对上海房地产的暴利现象写

了一份调查报告，文中引证了大量公开的

统计数据，很有说服力。在当时的环境下，

这篇文章很难公开发表。我推荐信传看后，

信传同志立刻建议将此文转报镕基总理。

当时镕基同志就任总理不久，提出了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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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改革任务，房地产改革就是其中之

一。我将此文压缩为 2000 字，与信传联名

给镕基同志附了一封信。镕基同志很快就

批给家宝同志及主管房地产的建设部领导。

通过这篇文章，信传感到我的这位亲戚虽

然学历不高，但研究思路对头，就鼓励她

继续选准题目，继续进行专题研究。她也

尊信传为老师。在信传的不断鼓励下，我

这位亲戚以房地产为切入点，继而研究了

中国的收入问题、第三产业发展问题，对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少精辟的见解，现

在已经是某著名政治暨经济研究机构的研

究员。2007 年，某著名经济大报将她作为

年度人物报道。

对我个人来说，信传更是一位良师益

友。特别是我转入政策研究部门后，由于

自己过去的经历，深感难以胜任。信传也

给了我很大帮助，使我逐渐适应新的工作。

以后，我还在他的领导下，参加了《当代

中国钢铁工业》一书部分章节的撰写。从

提纲开始，他都认真参与讨论，提出建议，

对最终的文稿更是逐章逐节审阅、修改、

把关，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果然增色不少！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冶金经济研究所

（后改名为冶金经济研究中心）的同志们

接触较多，我也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在信

传以及其他老同志的带领和培育下，较快

地得到成长，有的进所时还只有高中学历

的年轻人，现在都已成为研究队伍的中坚

力量。

历尽坎坷  终上坦途

信传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一

位小学校长，后来自杀身亡，姐夫又被错

误地打成右派。在那种历史年代中，不可

能不对信传产生消极的影响。在上大学时，

曾经有一位相知颇深的女友，参加工作后，

一直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但在那不幸的年

代里，却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北

大荒。尽管信传从心底深处不相信她会“反

党”，但在当时巨大的压力下，最终只能

选择“一刀两断”。这些事，以后都成为

他历史上的大问题。好在他平时为人处事，

以及工作态度等，都深为部领导了解，因

此在每次运动中都能有惊无险地渡过。

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

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同部领导接触多，了

解的情况多，就自然成为“造反派”关注的

对象，都企图从他的嘴中挖掘出他们所需要

的部领导的“反党”罪证。在这种情况下，

信传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也不可能不

犯常人所犯的一些错误，这又给他带来新的

压力。1975 年底，我调回冶金部，在政治

部直属工作部，同信传在一个小单位里。当

时我看到信传写的一篇文章，几乎是言必称

“人民（日报）”言必称“红旗 ( 杂志 )”。

一篇文章，没隔多句，就有一个括号，注明

这句话的出处是在《人民日报》或《红旗》

杂志的哪篇文章。当时给我触动很大，我觉

得不像过去我所熟悉的信传的风格。我曾问

过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没有直接回答。这

使我感受到信传当时心灵所受创伤的严重；

或许这也是为时势所迫，用以对付那时政治

环境的一种策略罢。

好在很快粉碎了“四人帮”，信传又

焕发了政治上的青春。此后他勇往直前，

义无反顾地为冶金经济研究事业献出了自

己宝贵的一生，直至倒在发言的讲台上！

信传同志，安息吧！

2017 年 4 月 22 日


